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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问卷调查也反映了赫蒙裔中学生自我认同中的强烈取向：自认为是纯粹苗族的占 41%，自认

为是赫蒙裔美国人（Hmong American）的占 50%，认为是亚裔的占 5%，亚裔美国人占 4%，纯

粹美国人的占 1%1。这一数据说明，赫蒙裔中学生极少与美国的老挝裔和华裔产生认同。这种族

裔独特性虽然部分归因于美国官方对他们族裔身份认定所产生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

的因素，也就是说赫蒙人强烈的族裔认同在老挝时早已形成，并且在移民美国后依然没有动摇。 

目前，生活在美国的赫蒙人已达二十多万人，尽管生存与适应之路依然艰难，但毕竟已经成

功地落地生根，他们不仅形成了独特的族群认同，也逐渐产生了在政治上忠于美国的国家认同。 

 

 

【论  文】 

在历史中解读今天 

                  ——熊芳亮《从大清到民国》书序 

 

马  戎 

 

    清朝在鸦片战争的惨败开启了亚洲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一直位于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国从此陷入一个在帝国主义列强持续侵略战争中割

地赔款、极尽屈辱的恶性循环之中。几千年来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俯视“蛮夷”的中华文明

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相遇后，在只懂“丛林法则”并且“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体系

无情攻击下，这个“天下帝国”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故李鸿章惊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让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一

再败绩，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

卵。……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

胜劣败，弱者先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这是与儒家传统、道家理念、佛教伦理等中国人熟

悉的文化传统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生存与发展之道。甲午战争再次让中国人通过切肤之痛真正地认

清了自己是“弱者”。眼见中国人即刻面临“亡国灭种”的万古劫难，谭嗣同悲怆地感叹：“世间

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人应当如何想、如何做才能做到“救亡图存”呢？ 

这是清朝后期、民国初年中国各族无数官员、学者、军人们都在苦苦思考、反复探索的问题。

中国从东亚“天下帝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这个过程也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

文化与伦理秩序分崩离析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过程。上至朝廷中的重臣

督抚，下至民间的文人志士，凡是有爱国心和关心时事的人，无不参与到这一事关国家命运和亿

万民众生存的思考与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特殊时代。郑观应建议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战”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康有为提出了一个世界大同的乌托

邦，主张改良维新；梁启超力主变法，构建“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章太炎、邹容鼓吹“种

族革命”，主张通过排满建立汉人新国家；孙中山则首先主张学习美国模式进行中华民族的“民

族构建”，对美国失望后又转向苏俄道路。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李大钊、陈独秀则是把马

                                                        
1 Susan Bosher,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A Study of Hmong Students at the Postsecondary Level”, TESOL 

Quarterly, Vol. 31, No. 3, Language and Identity. (Autum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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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介绍进中国的先驱。到了 30 年代以后国内各

界人士提出的政治主张，大多是以上种种学术理念、政治光谱的延续。 

应对大变局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大思路。反思历史足迹，对比国际经验，这是当年这些思想家

们拓展视野和思路，寻求更新政治理念、充实分析工具的基本方法。总之，系统了解清末尤其是

民国时期围绕“中国应当选择何种道路”这个大议题所发生的理论争辩，包括“武器的批判”的

种种实践，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认识并理解这段重要历史的切入点，也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社会

面临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根源的思想基础。中国的近代历史是那么厚重！几代人为了中华民族的

“救亡图存”绞尽了多少脑汁！付出了多少血泪！我们真是不应淡忘了这段历史。 

转眼之间，新中国已经成立 60 多年了。近些年来，由于边疆一些地区的民族问题有所凸显，

推动了学术界在对于“民族”定义、中国“民族构建”模式的大讨论，并引发对 1949 年以来中

国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这些讨论和反思又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把一些核心问题

的讨论追溯到民国年代。例如对于“民族”定义的讨论，使人们重新阅读 1939 年围绕顾颉刚“中

华民族是一个”文章所引发的争论；对孙中山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变到“中国人的民族

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后是否仍然坚持“大汉族主义”，也出现一些评议；又如中国共产党是如何

从最初提倡联邦制转变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对于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委，人们也有不同的

解读。如何回答这些理解近代中国“民族构建”过程的核心问题，当前中国学者最需要做的事，

就是对这段历史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细致的梳理，以史料文献为证据，揭示这些文献

背后的那些当事者的真实思想和思维逻辑。 

在改革开放前，这一文献研究工作是难以预想和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国民党政府的许多文件

档案今天仍未公开或难以看到，但是近些年不知不觉间已经有大量历史文献正式出版，如中央档

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1-1949）》（18 册）1989 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共

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21 卷）1997-2013 年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1994 年出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

资料》1985 年出版。另外建国以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文稿》自 80 年代以来也陆

续出版。这些看似枯燥的历史文献其实蕴藏了许多值得发掘的重要信息。同时，一些民国时期重

要学者的论著也在近些年编撰出版，如《傅斯年全集》2003 年出版；《顾颉刚全集》2010-2011

年出版。这些史料与文献的出版为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和政策演变史提供了条

件。 

今天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需要面对的是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上面

提到的研究者是否能够看到各种重要和核心的档案史料文献，缺乏这个基本条件，一切无从谈起。

二是政府和主流社会是否在意识形态方面给研究者设立了一些“禁区”，这些禁区让研究者无从

下笔，动辄得咎，甚至令人对一些敏感题目望而却步，退避三舍。从我这些年的经验看，现在研

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一是许多历史文献和材料已经公开出

版或能够查找到，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是，我们期望在这些方面主管部门的思想可以进一步

的解放，使民国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一些重要历史档案材料可

以正式出版，这无疑将推动民国史的研究更加深入。另外，我感到有些传统的“敏感”话题也能

够讨论了，比如我写的关于“民族”定义和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文章，有些杂志不能登，但在另

外一些杂志还是能够刊出的。总体来看，我们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包容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

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研究者自身了，就看我们肯不肯、愿不愿意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去

查找资料、阅读文献和认真思考。 

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负担很重。所在单位的各种指标性考核逼着他们不得不去申报一些“政

治口号式”的研究课题，不得不去写一些“短平快”的文章，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质量却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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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但是，我也读到一些精彩的好文章，作者踏踏实实地讨论问题，引证了许多别人很少注意

但十分重要的史料。我以前不认识熊芳亮，而是从《中国民族报》上读到他写的“国民党一大宣

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等文章，

感到他对文献和史料的发掘和独立思考超过我以前读过的相关文章。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读过《国

民党一大宣言》的，更不了解孙中山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之间对此的争议，读后觉得很受启发。熊

芳亮是一位国家民委机关的年轻公务员，并不是大学的专业教师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这就更为

难得。从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踏踏实实读书、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一代年轻学者的影子。 

从 2012 年开始，我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编辑《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先后已

经出版了十几本。当熊芳亮提出希望我为他的《从大清到民国》这部书稿写一篇序时，我不仅欣

然同意，而且建议他把这部书稿放到这个丛书的系列里。我认为这是一本在历史文献方面认真下

了功夫的研究成果，从 1912年到 1949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持续动荡，这部书稿特别注

意以形势变化为历史背景来分析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概念、民族理论、

民族制度设想的演变历程，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当然，在部书稿中应用的一些概念和从文字解

读中引出的一些因果关系是否适当，对一些历史人物“民族主义”思想的概括是否准确，这些都

是可以在今后进行讨论的。我想任何研究成果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的空

间，但是我们需要对年轻人认真做学问的精神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民国时期的国家思想史、民族概念史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决定了“国

家”和“民族”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和政治冲突中，各政党

和重要学者的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纲领如何演变，这些历史的梳理更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必须

关注的研究专题。我相信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人在阅读这部书稿时一定感到有所收获。 

上面写的这些话，就作为这本书稿的序言。 

 

 

【短  文】 

21 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人才工程建设1 

 

马戎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说到底是全体国民的人的发展，是人们思

想观念、道德伦理、知识体系、行为能力的全面发展。在各学科各专业已经高度快速发展的今天，

相关人才的培养，主要是依靠系统的正规学校教育来完成的。中国如果希望在 21 世纪发展成为

一个真正的富强之邦，各项事业所需人才队伍的设计与建设应当被看作是国家发展中最为重要的

一件事，是中国社会发展顶层设计的核心内容。 

既然未来中国这个大厦是靠无数栋梁之材来支撑的，我们就需要对中国未来的人才队伍培养

计划及其结构设计好好动一番脑筋。中国未来人才队伍的结构设计有几点是必须关注的。 

第一是人才来源地的区域结构。从当年胡焕庸的“黑河-腾冲线”的分野来看，我国 94%的

人口居住在占全国国土 43%的该线东南一侧，仅 6% 的人口居住在占国土 57% 的西北一侧。这

一人口分布格局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过去的交通运输工具落后所导致，并与物产与经济活动的

分布格局密切关联。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本世纪初实施“西部大开发”发展战

                                                        
1 本文以“人才结构平衡亟需顶层设计”为题目刊发在《环球时报》2016 年 1 月 13 日第 14 版。 


